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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朝鲜战争爆发后，针对美国主导下的对华“封锁、禁运”的步步升级，中国政
府随即在贸易方式、对外贸易组织及管理制度等方面采取了多项应急措施加以反制。这些
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对私营进出口商的经营活动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短期和长远影响。从短
期效应来看，由于在反“封锁、禁运”过程中实行了一系列刺激私营进出口商开展经营的措
施，推动了私营进出口业的发展;而从长期影响来看，在反“封锁、禁运”过程中私商一些违
法行为的出现，以及“封锁、禁运”导致在贸易方向上加速向社会主义国家转变都制约了私
营进出口业的后续发展。这一时期为方便开展易货贸易而设立的专业小组和联营也为此
后进行的私营进出口业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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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

新中国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采取了怀疑和敌视态度，在对外贸易方面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贸易禁运政策变得更加严厉。10 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后，
美国政府于 11 月 17 日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禁运与反禁运斗争是中国对外
经济史上的重要一页，也由此成为学界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从研究角度看，这些成果主要侧重于对
“封锁、禁运”及中国反制措施总体过程的回顾和评价，①有些成果利用国内外档案资料着重探讨西
方采取封锁禁运措施的战略意图及实施演变过程。②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贸易领域的一支
重要力量，私营进出口业在反“封锁、禁运”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同时“封锁、禁运”也对私营进
出口业的发展前途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将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天津、广州、昆明、上海口岸
私营进出口业相关资料为基础，重点探讨“封锁、禁运”对私营进出口业的影响，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
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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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贸易方式改变对私营进出口业经营的影响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封锁、禁运”措施日益严厉。1950 年 11 月 17 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
实行全面禁运，12 月 16 日，美国政府宣布“将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管辖内的一切资产置于管制之下”，
并禁止在美国注册的船只驶往中国口岸。针对这种情况，国内对外贸易管理部门决定改变贸易方
式，采取以易货贸易为主，先进后出，放宽批汇及实行无证到埠等措施，抢运进口物资。
新中国成立后至 1950 年 7 月以前，由于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逐渐由解放区时的易货贸易方式

转变为以结汇为主的方式，扩大了对外贸易的数量，加以实行了出口宽进口紧的贸易政策，使得我

国积存了大量外汇。为避免外汇贬值乃至被冻结的危险，保证对外贸易不落空，贸易部于 1950 年
10 月 7 日便要求在贸易方式上“争取易货”。① 之后决定自 12 月 4 日起停止对美国、日本、加拿大、
菲律宾等国的结汇输出。② 12 月 12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简称“中财委”) 在《中
财委对美帝封锁我经济的七项对策》中进一步强调“改变今后在国际贸易上的做法，一般的采取易货
办法。”③1951 年 2 月 26 日中央贸易部正式颁布了《易货贸易管理暂行办法》《易货管理暂行办法实
施细则》。
解放初期对外贸易往来对象仍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1950 年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

占进出口总额的 66. 5%。④ 由于历史原因，私营进出口商在利用国外关系和经营经验方面独具优
势。因此，私营进出口商在反“封锁、禁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初实行易货贸易时，私营进出口商因不习惯和须承担一定风险，曾有一个时期观望不前。他

们大多数不完全明了易货手续，同时也有一定的实际困难。易货贸易以先进后出为原则，有的私商
没有充足的进口资金，办理先进后出有困难，要求先出后进。有些原是专营出口或专营进口的，兼做
进出，不懂业务。有些出超口岸的私商，顾虑进口后须转至其他口岸销售，影响利润。针对上述情
况，有关外贸部门对私营进出口商做了一系列的工作，解释易货的手续，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具体解

决他们在易货中的困难。
首先，私商经营自备外汇进口，或自提出保证金通过指定银行办理进口者，在未办之前，与公营

公司订好收购合同，洽定价格，以解决私商对于效率及利润的顾虑。其次，与私商订立收购合同，如
遇私商资金周转有困难，则先付订金三成至五成，交银行作保证金，开出付款通知( A /P) ，货运到国
境再付三成到五成，以付税款，或于验收后付清，这样也解决了私商经营中的资金问题。对于易货出
口不能与进口平衡的情况，国营公司采取以其购存的出口订立合同，交接进口货物的措施，对于私商

的进口和出口均起到了很大协助作用。此外，某些私商国外关系很好，争取进口的能力强，但是缺乏
资金，公营公司则委托其代购代销。⑤

此外，为便利进出双方接上关系，还设立了易货交易所。易货交易所性质上系贸易与金融两部
门共同管理易货贸易的机构，是从事进出口易货商人转让进出口凭单的法定场所。其作用主要体现
在四个方面:便利进出口商资金周转;在易货权利义务及外汇转让上起公证与保证作用;集中交易便

于掌握管理;方便专营进口或出口的商人联营，以减除其自行寻找结合对象的困难。在易货贸易管
理暂行办法内所规定的“直接易货”“记账易货”“对开信用证易货”及“联锁易货”四种方式内，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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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同时经营进口及出口，且其进出口权利与义务无需转让者需向中国银行办理登记手续外，凡

属发生进出口贸易及外汇转让行为者，一律通过易货交易所进行交易。①

其他一些协助措施还包括:机动调整外汇牌价，控制进出口补贴率，②以推动进出交流;展开异地

清算，以解决各口岸间进出口不平衡问题; 加强外贸管理机构与银行的联系，适当放宽贷款，解决私

商资金问题;等等。经过上述种种措施，私商的经营很快开展起来。
广州由于地理条件等关系，对外贸易以港澳为主。当“禁运”在港澳地区尚未严格实行之时，香

港和澳门几乎成为新中国向西方获取商品的唯一通道。因此，内地与港澳的贸易额急剧上升。1950
年内地与港澳的贸易总额为 15 120 万美元，占同年中国进出口总额 11. 35 亿美元的 13. 32% ; 1951
年内地与港澳的贸易总额急剧上升为 61 215 万美元，占同年中国进出口总额 19. 55 亿美元的
31. 31%，其中内地向港澳出口额为 18 236 万美元，内地从港澳进口额则猛增为 42 979 万美元; 1952
年和 1953 年，内地从港澳的进口额均在 1 亿美元以上。③

与港澳商号的密切关系，使得广东私营进出口商在抢运物资进口与推动出口方面相对其他贸易

口岸具有独特的优势，如对东南亚某些不准中国货进口的地区，私商利用港澳关系，以改头换面的方

法，冠以港货标志，设法运进去，借以达到推动出口的目的。在进口方面，也以同样方法或采取走私
手段，将某些禁运物资运进来。因此，在抢运期间，广州口岸担负了全国大部分进口的繁重任务，进
口金额逐月激增，80%—90%的进口商品均经广州转运全国各地。④

华南区从 1950 年 12 月 19 日起实施易货制度，私商总的思想及经营情况出现了如下转变。初时
因易货办法不明朗，经营有困难。3 月 1 日起，内部执行易货附表，工作有了依遵，同时易货交易所适
时成立，解决了私商易货转让与清算问题，思想较为澄清;及至 3 月底，易货附表正式公布，管理工作
上也有了头绪，私商思想也明确了，乃开始设法联系国外联号关系，易货已走向正常，积压国内的出

口货也大部分由私商很快销出，来源反滞，国内价格浮升; 国外方面，因去货见多，涨势顿挫，进口货

因 3 月份欧洲货物大量涌港，同时国际局势稍缓，人心看淡，港市价开始暴跌，因之，私商进口部分货
物仍有盈利。至此，易货贸易顺利开展。以 1951 年 1—4 月为例，广州市 508 户私商，以易货经营为
主的 208 户，占有经营记录户数的 36%，经营额 16 463 万港元，占私营经济总额的 65% ;以结汇经营
为主的 270 户，占总户数的 53%，经营额 7 647 万港币;无经营的 30 户，占总户数的 7%。以上情况，
说明私商大多数已开始经营易货方式。⑤

易货贸易过程中，私商在实际经营上几乎全部是记账易货。私商经营记账易货有两种做法:
( 1 ) 自进自出。用这种方法的约占易货额 45%左右。这种做法又可分为 3 类: 第一类是先由香港
办进口货进口，再由广州办出口货出口。第二类进口货是香港商人的，用广州进口商名义申请进
口，然后广州商人利用这项进口额自己办理出口，售货后将货款结回香港。第三类是香港商人在
港将外汇交广州进口商办理进口，而出口货则由香港商人自行在产区收购，利用该项进口额用广

州商人名义出口。第二、三类的做法都会发生外汇差额，私商往往用黑市套出去。( 2 ) 转让凭证。
用这种做法的占易货额 55%，多是单边进、出口商通过交易所成交，进口商以西药业、五金业为
多，出口商则以植物油业为多。他们虽然通过交易所，可是实际上大部分都是事先洽妥条件，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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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交易所成交。至于数额较小的，则多委托指定银行在交易所议价成交。在外汇交割上没有多
大问题。可以看出，在华南真正的易货很少，本质上仍是单边结汇，不过通过交易所而已。私商之
所以能这么经营，主要是与港澳接近，与国外联号关系多而密切，在外汇上的运用和调拨都比其他

地区容易。
易货制度实施后，按中央指示限制重要物资出口，如桐油、苎麻、鸭毛，在数量上已减 48%—

80%，私商出口货源受一定影响。华南财委考虑到全部采取易货会影响华南贸易，经呈请中央批准
后，一些次要的出口物资如生猪、家禽、水产、水果、蔬菜、茶油等则放宽为结汇商品，单边出口商获得
增量输出。① 当时国际市场上对桐油的需求比较旺盛，因此华南财委主要把桐油作为筹码要求买家
用我国需要的物资来换。在掌握主动的情况下桐油易货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据《南方日报》介绍，在
1951 年 2 月 5 日一天之内，私商就易货出口桐油 500 余桶，换回了烟胶王金等。②

1951 年下半年开始，美国要求英国严格管制香港对内地出口，中国内地从香港输入的物资显著
减少。在香港逐渐加紧实施“禁运”的情况下，中国努力通过澳门突破“封锁”，对澳门的贸易额一度
显著增加。1951 年 1—6 月，内地对澳门每月的贸易额在 350 万至 800 多万元之间。6 月 25 日香港
实施新管制法令以后，内地对澳门的贸易总额从 7 月起即陡增至 1 255 万元，9 月达到 2 230 万元。
除了以往经常从澳门输入的石油和润滑油外，新增加的进口货物有钢铁材料、汽车轮胎、药品、硫酸
铵、汽车零件、橡胶、棉布和机器等。不久后澳门当局也被迫加紧了对内地的出口管制，因而大大影
响了中国内地从港澳地区的进口。1952 年和 1953 年，内地从港澳的进口额还维持在 1 亿美元以上，
但 1954 年以后，内地从港澳的进口额逐年下降。③

在港、澳“封锁、禁运”程度日见加强的情况下，华南对外贸易从 1951 年 5 月开始出现了新的进
口困难，私商通过香港的关系，改换了过去大宗的、公开的以及远距离的贸易方式，转变为小额的、走
私的及短距离的贸易方式，即以化整为零，通过走私方式来吸收物资，以期积少成多。在这期间，国
营的抢购抢运任务至为艰巨，有部分也通过私商的办法进行物资的抢运，到了 1951 年 7 月以国营为
主的抢购抢运任务大致完成，积存外汇大体已用出。总括易货制度后的进出口形势，基本情况是进
出口总值均有增加，华南区 1950 年出口实绩 11 364 万美元，1951 年增至 13 178 万美元，较上年增加
11. 59% ; 1950 年进口实绩 9 223 万美元，1951 年 12 148 万美元，较上年增加近三分之一。出口的大
多是次要物资，而进口的完全是战略物资，以橡胶、五金、石油、汽车轮胎为主，次为化工原料、西药、
染料、肥田料等。④

昆明口岸地处西南边疆，贸易区域主要是越南、缅甸、印度、香港等市场，输出、输入商品，多为
英、美、日、法，其中以法国为主。1950 及 1951 年期间云南省曾利用私营进出口商从缅甸大量进口棉
花，保证了纱厂的正常生产，解决了当时棉纱供应紧张的问题。在反“封锁、禁运”过程中，政府组织
和领导私营进出口商从缅甸抢运了部分战略物资进口( 如轮胎、汽油、汽车等) ，与此同时又组织推动
私商扩大出口，部分解决了当时农副土特产品积压的现象，因此在 1951 年云南省进出口贸易呈现了
空前活跃的状况。全年进出口总值达 8 970 176 美元，其中出口 1 859 625 美元，进口 7 110 553 美元，
出口物资主要是生丝及农副土特产品，进口以棉花、轮胎、汽油、汽车等为主，这些物资足够云南省使
用一两年之久，私营进出口商在这当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由于上述原因昆明私营进出口商在
1951 年有了很大发展，例如 1950 年共有 126 户，而 1951 年则增至 141 户，较解放前极盛时代增加了
41% ;私营进出口金额由 1950 年的 3 577 415 美元增至 1951 年的 6 933 815 美元，他们的资金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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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相应增长。①

云南省在贯彻易货政策时，多采用直接易货与记账易货，执行中比较顺利。因云南当时的进出
口贸易主要是对缅甸，几乎占到对外贸易总额的 90%以上。而缅政府对结汇限制较严。缅商一般很
难得到批汇，连侨商汇款回国也极为困难，故私商一向只能以易货方式进行交易( 由我供汇进口者除

外) 。中央确定以易货为主的方针对云南省管理进出口商的影响不大，所感困难的只是由先出后进
变为先进后出，这样一般需要两套资金，而且有部分出口商，他们因为没有先进口就无法出口，有的

进口商又无外汇而无法进口。后经把出口商与进口商结合起来，采用转让进口权利及出口所得外币
的方式，解决了进口商需要外汇与出口商需要出口的困难，这种做法是在外管局和中国银行的直接

掌握下成交的，类似交易所但又不是正式的交易所，一般没有贴补率，个别的有少许以进贴出的

情况。
天津港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口岸是我国对外贸易第二大口岸。② 朝鲜

战争期间，由于进口批汇增加，进出口业务出现了旺盛的局面，申请营业的进出口商增加。1951 年 2
月对外贸易管理局办理登记，到 6 月中旬复查登记结果，私营进出口商数达 568 户之最高纪录。③

1951 年 2 月 26 日中央贸易部正式颁布《易货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后，华北对外贸易管理局于 3 月 13
日公布了这项易货办法，并规定自 3 月 15 日起正式施行。为了使一笔交易由两家以上的进出口商共
同经营，于 1951 年 3 月 22 日在天津对外贸易管理局和中国银行天津分行领导下成立了易货交易所，
集中办理四种易货进出口权利义务的转让和承受，并监督进出口商互相交割本外币，使一些专营进

口或出口而不能同时办理进出口的商人，得以通过交易所互相搭配，以加速进出口和资金的周转。
天津口岸私营进出口商的进出口交易额特别是进口额在 1950 年达到顶峰，其后总体呈逐年下

降趋势。1950 年下半年，天津口岸采取积极推销出口货和争取进口货的措施，结果这一年出现了巨
大的进出口贸易额，特别是进口贸易剧增，使该年进口贸易额超过出口 54. 04%。国际市场商品价格
的上涨在相当大程度上助长了贸易额的扩大。1951 年以后，天津口岸的进口贸易额剧烈下降。因为
战争时期积压的农副土产品已基本推销净尽，华东对外贸易又逐渐恢复，因而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

也减缓了。1951 年天津口岸进出口贸易总值比 1950 年下降 36. 65%，其中进口下降 51. 22%，而出
口仍稍高于 1950 年的水平。1952 年进出口贸易总值比 1951 年下降 3%，比 1950 年下降 38. 49% ;其
中进口比 1951 年下降 58%，比 1950 年下降 81. 79% ; 出口则比 1951 年增加 34%，比 1950 年增
加 28. 25%。④

二、对外贸易组织管理方式改变对私营进出口业经营的影响

易货政策是当时我国对外贸易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应对“封锁、禁运”起了重大作用。易货贸
易，对于私营进出口商来说还起了另一个作用，就是它大大推动了私商的组织工作，由于进出口的联

锁，平衡进出口价格和一致对外的必要，专业小组和联营形式在 1951 年都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一)专业小组

专业小组是按行业组成的。如上海、天津、广州三个口岸在 1950 年间，共组成了 53 个专业小组，
内进口专业小组 19 个、出口专业小组 34 个。其中上海口岸有进口专业小组如五金、化工原料、树胶、
西药等 11 个，出口如茶叶、油脂油料、羽毛、草帽、肠衣、丝绸、花边等 19 个;广州口岸进口有五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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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西药 3 个专业小组，出口有油脂油料、桂皮、蛋品、生猪 4 个专业小组;天津口岸有西药、化工原料
等 5 个进口专业小组;出口专业小组有油脂油料、桃、绒毛、酒等 11 个。①

专业小组系将经营同类商品的私营进出口商，在国家主管机关和国营经济直接领导下( 或通过

同业公会) 组织起来，便于加强领导。小组设主委或组长一人，副主委或副组长若干人。有的口岸正
职由国营公司指派干部充任，副职则由私方充任;有的正副职都由私方担任。小组并根据工作需要，
设兼职( 或专职) 秘书、干事若干人( 由国营干部或由资本家担任) ，在固定地点办理日常事务。小组
会原则上每星期召开一次，并由有关主管部门，如对外贸易管理局、工商局、海关、中国银行、商品检
验局、同业公会等派员出席。通过会议对小组成员宣传国家对外贸易方针政策和各项法令规定; 交
换国内外情况，协议报价，提供对外贸易局作审价之参考; 互相提出业务改进意见，以密切公私之间

和私商之间的关系;研究出口商品产销情况、收购价格、进口商品国内市场需要和国外市场可能采购
数量等，提出出口和进口计划意见，供对外贸易管理局组织出口和批汇之参考。
专业小组的组织，对限制私营进出口商同业盲目竞争，提高私商对国家政策的了解并使之一致

对外，以及交流经验改进经营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上海、天津、广州等油脂油料小组，由小组协议收
购价格，并在地区之间相互配合，协议出口价格，统一对外发电报，避免了过去价格混乱被外商钻空

子的情况，并且能按照国内外市场情况有计划地出口，争取主动。但是，专业小组只是一个研究和协
商的组织，小组成员经营范围和方式不同，思想情况复杂，私私之间矛盾很多，各有所图，因而很多问

题不能很好解决。有些私商，甚至利用小组作为通私谋利场所，或彼此排挤竞争的园地，以致有些小
组陷于解体状态。
专业小组的具体做法，各口岸不尽相同。如有的地方是同业公会的一个组织，有的地方则不是。

又如武汉曾因专业户少，一度把专业小组改为行政小组。除专业小组外，有些地方还有业务研究会、
议价小组、采购小组等组织。
(二)联营

为了更好地领导私营进出口商反对“封锁、禁运”，进一步加强对私商的管理，在进出口业中还普
遍推行了联营。联营是联合经营业务的组织，在 1950 年与 1951 年间全国各口岸共组织了近百个联
营，半数以上私商都参加了联营。在联营组织的同时，还适当吸收了一些与进出口贸易有关的内贸
商业私商参加，使进出口贸易更为统一。
这时期的联营可分两种性质，一种是公私联营，即由公私投资并由国营领导的联营组织;一种是

私商投资组成的私私联营。两种联营中以私私联营占大多数。如在上海、天津、广州三个口岸已组
成的 87 个联营中，公私联营共 11 个，占联营总数的 12%，私私联营 76 个，占 78%。其中上海口岸共
组织了 15 个联营，内公私联营 4 个，私私联营 11 个;广州口岸共 51 个，内公私联营 2 个，私私联营 49
个;天津口岸共 21 个，内公私联营 5 个，私私联营 16 个。② 云南省共组织了 6 个联营社，其中公私联
营 1 个，私私联营 5 个。其性质为专业联营 1 个( 照相器材) ，综合联营 5 个。③ 私私联营虽为私商投
资组成，但管理机关还负责管理与领导，有些联营还由国营参加领导。另一方面，这时期的公私联营
中，国营公司的领导和管理也还不如“五反”运动以后那样强，所以这一时期的联营，无论公私联营或
私私联营，还都处于初期试办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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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营是按主要的商品组成，故又有进出、进口、出口联营三类。例如进口的有西药、石油、五金
等;出口的有油脂、油料、肠衣、果菜等。在已组成的联营中，又以出口联营占多数。如在上海、广州
两口岸 65 个联营中，属于进出口的 8 个，进口 18 个，出口 40 个，其中出口联营占联营总数的 60%。①

除联营外，有的地方还组织了私私合营。如武汉 1951 年即组成 5 个蛋品出口合营号，有 50 户私商参
加。②

这时期的联营，有些是长期性的，有些则为定期的或临时性的，在规定的业务完毕后即行解散。
从他们经营业务的方式来看，又有联合采购、联合推销、联购联销、联购联运、联购联产联销、联购联
运联销、联价外销等 7 种，其中进口以联购分销为多，出口以联购联销为多。总之，这时期的联营，主
要是取得价格上的一致，盈亏各自负责。所以从他们的组织上看，大体可分为两类: ( 1 ) 参加各单位
资金保持独立，联合经营出口或进口业务的全部或一部分。如经营某种土产出口，各家集合一定数
量的商品，统一在国外放盘联合出口，完成后各按比例分回货值，分摊费用。进口亦然。这是当时通
行的形式。( 2) 集中资金，成一公司形式，统一采购、运输、推销。利润依投资比例分配，这是比较全
面的联营，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还比较少。
联营组织一般具有以下一些优点: ( 1 ) 统一对外，减少出口商竞价抛售，使我国出口品在国际市

场上价格平稳。进口方面由于集中购买，也减少了私商在国外市场上竞购的现象。( 2 ) 划一出口品
质规格，有利于树立国产品信誉。( 3) 从分散走向集中，密切了私私关系，有利于改善经营，也可适当
解决资金、货源等问题。联购联销后，采办运输等成本亦可降低，资金也可适当调剂。有些出口因组
成联营，可直接向产地采购，避免批发商中间转手。( 4) 公私联营组织有国营参加，便于掌握计划。
私私联营亦因组织起来，便于国家管理和国家领导。
广州市华南篱竹出口联营是当时比较突出的一个。篱竹是华南特产，行销欧美各国。该联营系

由国营广东省土产公司领导，组织 9 家竹庄于 1950 年 8 月成立。通过实行分购、分产、联价外销，统
一接受外销订单，在国营领导下，按社员能力分配货额，规定外销最低货价，统一办理出口手续及收

取货款，由于领导得宜，社员合作得好，外销价格每磅由 0. 09 港元升至 0. 38 元，成品规格划一，竹农
生活提高，1950 年盈利达 7 亿元( 旧币，作者注) ，1951 年中走上联购、联产、联销，当年 4 月会议通过
改为联资，并进一步升级为竹业股份有限公司。③

天津口岸 1951 年上半年在天津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天津对外贸易管理局等单位鼓励下，私营进
出口商根据《私营企业组织联营条例》，组织了联营社( 组) 。属于公私联营的计有女工地毯产销联营
社、桃仁购销联营社、草帽辫购销联营社、绒毛购销联营社及油脂油料第二联营社等 5 个社( 组) ; 属
于私私联营的有:肠衣购销联营社、进出口商第一联营组、国际贸易联营组以及后来陆续成立的 13
个社( 组) ，共为 16 个社( 组) 。④ 这些联营社( 组) 的建立推动了天津私营进出口业易货贸易的开展。
如天津第一联营社组织一个半月中，即经营了 5 笔交易，总值在 20 万美元以上，如非集中力量，个别
商人限于资金、风险和销路，很难成交。一些冷门货也借此销出。如天津桃仁存货全部出清，地毯、
废棉也有部分出路。⑤

但是联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私营进出口商借联营投机取巧的情况。如广州私商借石油联营，
利用国营不熟悉业务，在澳门抬高价格，凭着他们掌握的石油购入情报从中渔利。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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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联营主要是私私联营，有些还是私商自发形成的。国营公司对领导联营工作还缺乏

经验，一般抓得不紧，并且多半只注意业务方面，至于如何通过联营方式进行改造还不很明确。因此

组织联营后一些消极因素也集中表现出来，主要有: ( 1 ) 一般私商对联营存有专利垄断的思想，私营

进出口商组织联营的动机主要是企图专利经营，以集体的力量便于与政府各部门讨价还价，其中大

户更有操纵联营社的表现。个别的联营社乃至在产区抢购，打击国营，却很少从联营的方式方法上，

从划一规格、减轻成本等方面去发挥联营的积极作用。( 2) 有些联营组织，单纯地成了解决申请进出

口资格的工具，失去组织集体联营的作用。( 3) 联营本身不健全，社员与社的关系不正常。有的社员

对联营的好处没有深刻认识，把主要资金及精力仍放在自己企业上，不肯信任联营经营业务，怀疑集

体联营会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结果造成社员对社的离心和混乱。有的则在联营中勾心斗角，争权

夺利，把联营变成竞争吞并的工具。还有一些联营，组成后仍是分散经营，偶尔有一两笔联合进口或

出口，以后即由于内部矛盾重重，陷于瘫痪状态。1952 年后多数联营均根据社员要求，先后清理。

三、结语

朝鲜战争爆发后，针对美国主导下的对华“封锁、禁运”的步步升级，中国政府随即在贸易方式、
对外贸易组织及管理制度等方面采取了多项应急措施加以反制。这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对私营进

出口商的经营活动产生了截然不同的长期和短期影响。
首先，从短期效应来看，由于在反“封锁、禁运”过程中实行了一系列刺激私营进出口商开展经营

的措施，推动了私营进出口业的发展。在抢购抢运形势最为严峻的 1950 和 1951 年，私营进出口业经

营额在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达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最高值。参见表 1。此后无论经营额还是所占

比重都快速回落。
表 1 1950 年至 1952 年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经营成分比较表 单位:万美元、%

1950 年 1951 年 1952 年

进出口总值 76 687 100. 0 91 985 100. 0 54 602 100. 0

国营 40 188 52. 4 49 448 53. 8 29 729 54. 4

私营 36 490 47. 6 40 787 44. 3 20 451 37. 5

进口总值 39 080 100. 0 64 752 100. 0 30 127 100. 0

国营 25 722 65. 8 40 732 62. 9 19 513 64. 8

私营 13 358 34. 2 23 153 35. 8 8 481 28. 1

出口总值 37 598 100. 0 27 233 100. 0 24 475 100. 0

国营 14 466 38. 5 8 716 32 10 216 41. 7

私营 23 132 61. 5 17 634 64. 8 11 970 48. 9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对外贸易卷) 》，第 1072 页。

说明: 1951 年及 1952 年公私合营及合作社经营部分俱未列出，故国营与私营相加不等于总值之数。

从盈利水平来看，私营进出口商在 1953 年以前一般获利甚厚。如上海口岸私商 1950 年至 1953
年，每年盈利额均在 1 000 万元以上，其中 1953 年盈利额约达 3 000 万元。天津私商户数较上海口岸

少，经营额相差不大，但 1953 年前历年盈利额亦均在 800 万—1 700 万元之间。广州口岸私商户数较

上海少，历年盈利额则达 1 700 万—3 800 万元之间。①

可以看出，私营进出口商在反“封锁、禁运”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与此同时，私商在经营上

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与政府意旨相悖的行为，如不管国家需要与否，只要有

利便抢运进口。在境外市场上进行争购，甚至利用无证到埠的办法，制造既成事实，迫使管理机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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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许可证，因而造成价格暴涨、抢运费用增加、市场混乱的状态，各种违法案件也随之不断发生。例

如香港实行严厉管制以后，在境外市场上抢购抢运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抢购太多，竞争

购买，引起进口货价的狂涨，带来审价上的困难; 二是由于香港的出口管制严格，包括签证上的严紧

与查私巡逻紧密等原因，使得抢运物资进口特别费用①( 即黑钱) 涨跌幅度不稳定，审价上又产生了

新的困难。而私商在这方面钻空取巧，进行逃汇。此外，私商迷恋于进口货赚钱的买卖，注意力集中

于进口贸易，一次又一次地申请记账易货，依赖易货交易所可以转让，不问出口额如何找到，想尽办

法办理易货进口，因而易货进口的数字不断增大，对于易货出口抵消其进口所欠外汇，私商表现出不

负责任的态度，因此出现了对资本主义国家巨额入超的现象。
为了及时扭转这种局面，克服盲目进口的混乱现象，中央指示于 1951 年第四季度采取了撙节外

汇，平衡进出的措施，按照“可以缓进者缓进，可以少进者少进，可以不进者不进”的原则，严格选择进

口物资，在审价上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在批汇掌握上优先满足国营公司的需要，紧缩了私商批汇。
1952 年初“五反”运动针对前期私营进出口商的一些不法行为进行了清算，因此从 1952 年开始，私营

进出口业的经营额及所占比重逐渐呈下降趋势。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对外贸易方向方面便确立了积极开拓与苏联及其他社

会主义国家间贸易的基本方针，但与此同时，也强调“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

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②“封锁、禁运”的发生客观上加速了我国在贸易方向上向以苏联为

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变的进程。由于历史的原因，私营进出口业的国外关系和业务对象基本集中于

资本主义国家，随着 1953 年“一五”计划开展后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间贸易急剧扩大，私营进出口

业的经营空间日渐狭窄。从政府层面来看，“为了扩大对和平民主阵营各个国家的贸易及团结私商

计，原则上同意准许私商经营对和平民主阵营各个国家的贸易。但苏联曾再三声明不愿直接与我国

私商做生意;对于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亦需征求其同意才行……因此政府可以准许私商对和平民主

专营各个国家经营出入口贸易，但国家不能予以介绍或保证。估计到我国私商过去与东欧诸国贸易

关系很少，目前存在着结汇及运输等困难都不易解决。私商对各新民主主义国家易货的前途可能不

大。”③可见，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与我国私商开展贸易的消极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私

营进出口业的长远发展。
因此，从长期影响来看，在反“封锁、禁运”过程中私商一些违法行为的出现，以及“封锁、禁运”导

致贸易方向加速向社会主义国家转变都给私营进出口业的后续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其次，在对外贸易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方面，为了推动私营进出口商开展易货贸易，便利进出搭

配、资金周转及在抢购抢运过程中统一对外，1950 年及 1951 年在私营进出口业中建立了许多专业小

组和联营社( 组) 。这两种组织形式在 1953 年进入国家计划经济建设时期以后仍然存在，并且有了

发展，但两者的内容和性质有很大不同，基本上可划作另一个阶段。
从主观认识上来讲，“五反”运动以前的专业小组和联营的建立在当时主要是为了通过把私营进

出口商组织起来，加强私私之间与公私之间的协作，帮助私营进出口业克服困难，并满足国家需要。
两者在组织上还比较松散，形式也多种多样。其中，专业小组既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业务机构，而

只是一个研究、计划、互助、交换情报、搞好业务的协议组织。联营组织的建立也一般都是按照自觉

自愿、自由结合之原则，在保持原有行号基础上联合经营业务。当时由于对联营社的发展方向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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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额外的费用，以疏通放行物资出口，这是反禁运的一种斗争手段。但国家为此多付不少外汇，而特别费的报价，一向由港澳两地

的包运行发出，漫天开价，私商也利用审查缺乏充分证据的空子进行违法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对外贸易卷) 》，第 463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对外贸易卷) 》，第 895 页。



很明确，在管理上也比较松懈，有些口岸由于联营的制度不够健全，经营管理混乱，导致亏本，个别的

联营社虽有盈余，但在分配上又不尽合理，社员意见纷纷，对联营失去信心，因此这些联营在“五反”
运动后先后解散。不过这一时期专业小组和联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私商的无政府状态，其在利用
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方面的作用也有所显现，因此，这一时期的专业小组和联营为此后进行的私营

进出口业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

Impact Analysis of Blockade and Embargo against China on the
Private Import-Export Industries from 1950 to 1952

Qu Yun
Abstract: The Korean War triggered escalation of the Blockade and Embargo against China dominated by
United States． Chines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many emergency steps in terms of trade，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ing and regulatory regimes as counter steps． These actions resulted in different short-term and long-
term influences on private import and export oper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ny stimulus measures
promoted business operations of the private import-export industry immediately，but in the long run，the
emergence of many unlawful acts among private traders and accelerated redirection of trade partners to
Socialist countries confined future development for private import-export industr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operate-Teams and Joint-Operation in the aim of facilitating barter trade also gathered experience for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thereafter．
Key Words: Private Import-Export Industry; Blockade and Embargo; Barter Trade; Co-operate Team;
Joint-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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